


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fsQCA方法
王忠1、邓郁南1*、谢卫红1
（1.广东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数字化创新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然而对于其影响因素却缺乏系统研究。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以45家制造企业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企业技术、组织以及环境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资源、高管技术背景、人才基础、市场竞争、政府支持等因素并不是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必要条件，单个因素无法有效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2）形成制造业数字化创新共有5条路经，被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技术-环境协同型、技术-组织协同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3）工业互联网应用和人才基础对于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普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发展背后多重因素的协同作用机制，为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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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Factors of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fsQC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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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pgrade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on digital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using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with a sample of 45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industrial Internet application, innovation resources, executive technical background, talent bas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government support are not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cannot effectively promote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2) there are five pathways to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hich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technology-environment synergy, technology-organization synergy,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synergy, and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synergy. and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synergy; (3) industrial Internet application and talent base have universal effects on promoting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help to reveal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s of multiple factor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useful practical insights for digit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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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0825406]数字化创新是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基础，其能够提升企业产品研发效率，使得制造业转向智能化生产阶段，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上升[1,2]。尽管数字时代给传统制造企业提供更多创新机遇，但也对企业吸收、理解、掌握数字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当前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仍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数字化创新较于传统创新具有更大的动态性和不可预测[3]，制造企业存在数字化战略缺失、数字能力建设落后等问题[4,5]，导致企业创新意愿不足；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与低水平采纳的矛盾[6]，制造企业相较于数字原生企业存在数字人才缺少和技术壁垒的问题，使得制造企业创新无法迈上更高阶段。基于中国情境下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推动制造企业提升数字化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命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制造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组织特征和外部环境等视角展开。从技术视角看，对数字技术的采用是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的根本特征[7]，企业对掌握的数字通用技术与关键技术的融合是装备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关键[8,9]，模块化的数字平台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发展载体[10]，并且对IT能力的投资也是非互联网企业提升数字化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11]。从组织视角看，企业的创新意愿是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根本动因[9]，高管团队在制造业实行数字化创新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组织作用，数字人才基础、创新资源、组织能力之间的有效组合能够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2,12,13]，同时企业利用数字产品进口与知识基础进行开放式创新能够提升出口企业的数字化创新产出[14]。从环境视角看，市场竞争和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重要因素[15]，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引起制造企业进行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有利于数字化创新，而企业寻租和不当竞争行为将会削弱此种关系[16]。同时，政府补助与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存在替代效应，数字金融会通过强化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对政府支持的激励效应进行弱化[17]。
目前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进展较快，但仍存以下不足：首先，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多为探索性案例研究[18]，实证研究较少；其次，仅仅关注于技术或组织（政府）方面单一因素的作用，缺少从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视角去理解企业数字化创新差异[19]；最后，现有成果中，结合中国情境下对工业的研究相对较少[20]，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对于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有必要采用QCA等方法进一步识别和实证考察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组态路径[3]，区分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核心和边缘条件，进而发现不同因素的组合路径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机制，从理论研究上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相关结论进行验证和扩展。具体来说，本文将试图解决下面3个问题：制造企业的相关影响因素是否为必要条件？哪些组态条件以“殊途同归”推动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哪些是对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关键条件？
本文将基于45家制造企业数据，从“组态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fsQCA）方法，结合“技术-组织-环境”（简称TOE）理论框架，构建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理论模型，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并识别出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组态路径。
1理论模型与研究设计
1.1研究方法
QCA方法是研究因果关系的重要工具[21]。而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分析的fsQCA方法，是探索引起某一结果产生的多种条件组合路径的研究方法。结合本研究目的，本文使用fsQCA方法结合TOE框架探讨哪些条件是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关键路径，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发生的条件变量多是协同作用而非独立影响，而当前针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多为传统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其面临着大样本、避免多重共线性等局限约束，且忽视了条件之间的共同作用[22]。QCA方法能够从整体的视角解释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原因条件的复杂因果关系。
第二，相较于传统回归方法，fsQCA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非对称因果关系，判断条件变量是否为核心或是否为边缘，更好地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前因条件之间存在的组态效应，且与TOE框架组合效果较好。
第三，fsQCA方法具有案例研究和定性分析的双重属性[23]，本研究选取的变量多为连续变量，清晰集（csQCA）和多值集（mvQCA）存在数据处理局限，采用fsQCA方法能够更准确的把握变量的变化。
1.2理论模型
Tornatzky等[24]在1990年最先提出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是从企业的角度用来研究技术进步对技术采纳和实施的影响，是创新扩散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创新研究发展，TOE理论结构清晰且具有系统性，能够为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框架。
基于TOE理论框架，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索技术条件、组织条件、环境条件三类因素对数字化创新的联合效应。由于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因素多种多样，基于TOE框架，借鉴Ketchen等[25]提出的归纳法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同时考虑研究的“有限多样性”和“简洁性”[26]，最终确定探索6个影响因素的联动效应。这些因素包括技术维度下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和创新资源（技术条件）、组织维度下的高管技术背景和人才基础（组织条件）、环境维度下的市场竞争和政府支持（环境条件），如图1所示。选择具体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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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1.2.1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技术条件
（1）工业互联网应用
工业互联网应用是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其技术的特性将改变组织内部结构和盈利方式。在本文中，工业互联网（IIOT）是指将人、信息、商业、制造连接的智能工业网络，实现各种要素在网络的高效共享，以提升制造的“生产率”为目标[27]。首先，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企业参与数字化创新的载体[28]，工业互联网平台集合了制造商、上下游企业、客户等利益主体。根据平台理论，平台中各参与主体能够享受数据资源的跨边网络外部性，帮助企业获取制造所需资源和挖掘客户隐性知识，破除制造企业内部资源缺乏的问题[29]，为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在知识交互、数据价值释放、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助力[30]。其次，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选择参与数字平台化建设[31]，转变了生产制造各主体的连接方式，突破了企业之间的时空限制，降低了协作创新的交易成本，帮助组织决策智慧化、创新开放化、生产柔性化，提升企业识别创新机会加快企业产品与数字服务创新[32]。由此，工业互联网应用会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2）创新资源
实现数字化创新需要以创新资源为支撑[7]，创新资源是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创新重要基础。一方面，企业创新资源提供了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可靠且稳定的现金流和物质资源，提高了创新活动的可持续和平稳性，进而帮助企业扩展招纳高素质研发人才和引进先进技术，是开展数字化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稳定的创新资源能够对制造企业原有产品、技术、生产、服务等环节进行变革，能够大幅度提升企业的鉴别、吸收、理解、创新、整合等能力，进而增强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33]。由此，创新资源会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1.2.2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组织条件
（1）高管技术背景
高层管理负责制造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行，其对于数字化创新承担着关键性作用。企业数字化创新需要有识别、理解、掌握和实践数字资源能力的人才，在企业通常是企业高层和数字技术研发人员[34]。立足能力烙印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35]，企业高管的年龄、职业经历和教育背景通过创新决策和风险偏好等表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当需要决策的事务所需的知识与个体的能力匹配时，该事务更能够实现。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和更高的风险偏好[36]，对于创新活动具有更多的积极性，能够全面把握前沿技术，在战略上倾向于投资更多企业资源开展创新活动，拓宽企业数字化创新发展边界。结合行为金融理论，此类高管对制造企业研发创新具更深的认知，能够更合理的判断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和收益[37]，对于金融投资更加谨慎，有可能会降低企业金融风险，提升企业在创新投入的利用效率。由此，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技术背景会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2）人才基础
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需要配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人力资本，高水平人才是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动力。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企业拥有独有的异质性资源更有利于建立竞争优势[38]。高水平人才由于拥有前沿知识，能够更快的识别外部环境与掌握组织内外部资源，挖掘资源潜在价值推动数字化创新进程。此外，数字化的过程是数字技术与生活的融合，需要不断学习并提升数字化创新技能[39]，在数字环境中知识获取和共享更加便捷[40]，经历高水平教育的员工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自我驱动能力，这也推动过了企业创新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由此，人才基础会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1.2.3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环境条件
（1）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程度影响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创新意愿。当前社会物质以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消费端需求呈现个性化和服务化趋势，在存量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这要求制造企业必须具备个性化生产和服务能力[41]。面临竞争形势的改变，制造企业为了抓住数字时代的新机遇，将采用数字技术和增加研发创新投入[42,43]，以新的商业模式重组数字资源和其他资源，寻求数字化创新，形成逃离竞争效应。此外，消费者在提出需求的同时也为制造企业进行创新提供了数据和知识，推动制造企业产品创新由需求推动转变为数据驱动[44]，实现产品创新与用户需求的契合。此外，通过学习效应和标杆作用市场竞争增强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并且通过推动行业信息流动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搜寻成本。而市场竞争与数字化创新也可能是倒U形关系[45]。由此，市场竞争程度会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2）政府支持
根据制度理论，企业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制度密不可分。政府在为企业的创新性活动建立发展环境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数字发展环境能帮助企业激发创意和知识共享，创新商业模式[46]。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在数字化领域奋起追赶，工信部等多部门发布了多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关键任务。政府通过财政支持、税收减免等产业政策帮助企业应对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投资者信任等问题[17]，鼓励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和平台[47]，推动企业对数字化创新的投入，激励企业克服竞争难题，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化深度转型。也有学者指出不合理的政府补助将异化企业创新行为，引起虚假创新信号、寻租行为[48]。由此，政府支持会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在“TOE”框架包含的六个条件中，市场竞争和政府支持属于客观条件，而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资源、高管技术背景、人才基础则属于制造企业主观可控条件。
1.3数据来源
1.3.1样本选择和来源
结合2017年和2018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本文选取45家深沪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集2019年的相关数据，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典型性和多样性原则。fsQCA方法并不是追求随机抽样而是遵循理论抽样，选取的案例企业需要在数字化转型中具有一定的成果，为多个地区或行业的代表企业，在环境因素上存在差异，可以保证数据的代表性与多样性。（2）研究方法的适用性。fsQCA方法对样本案例与条件变量的数量匹配提出了要求。一般来说，条件变量为6个时对应的样本案例数量多为25以上的中等样本[49]。（3）时效性。该时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热潮阶段，保证研究问题的时效性。（4）研究的可拓展性或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企业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如表1所示。
本文利用2019年样本企业年报作为基础数据源，收集案例企业的研发费用、营业收入、研发人员的占比、政府补助金额、总资产、本科及以上人员占比等数据。其次，对年报内容进行查看识别，判断工业互联网应用和技术背景高管占比等数据。最后，借助Python3.7对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对数字化创新词频统计。最终获得完整数据。
表1 样本企业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江苏
	5
	河北
	3
	江西
	2
	重庆
	1

	浙江
	5
	湖南
	3
	辽宁
	2
	山西
	1

	广东
	4
	湖北
	3
	山东
	2
	
	

	安徽
	4
	上海
	3
	贵州
	1
	
	

	北京
	3
	福建
	2
	新疆
	1
	
	



	具体行业
	数量
	具体行业
	数量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汽车制造业
	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
	农副食品加工业
	2

	专用设备制造业
	4
	仪器仪表制造
	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

	通用设备制造业
	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

	医药制造业
	2
	家具制造业
	1

	食品制造业
	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

	纺织业
	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



1.3.2数据测量
（1）结果变量
数字化创新（DI）。目前，大多数学者衡量企业数字化创新通常采用量表[50,51]、数字化创新专利数量[52,53,14]、新产品数量[54]，少数学者基于情景理论采用python对企业年报相关词频数量的方式测量数字化创新[55]。基于数字化创新的内涵，数字化创新不仅是数字技术的采纳，还包含创新主体的产品、服务、过程、组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体现于企业的整体情况。采用专利、产品数量存在单一维度衡量的局限，而量表数据获取难度大也限制了其在科学研究的使用。综上，本文参考Lu等[55]的数字化创新测量方式，采用年报相关词频数量反映制造企业该时期的数字化创新，具体流程为：1）收集2019年样本企业的年报；2）建立反映数字化创新的关键词库；3）基于python3.7的Jieba模块对案例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提取，统计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在数字化创新关键词的选定上，本文以Lu等[55]的研究结果为基础，在学术文献上参考Bharadwaj等[56]、戚聿东等[57]等与数字化创新相关的文献，结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补充有关数字化创新的关键词库，如下图2所示。
[image: ]
图2关键词词库
（2）条件变量
技术条件。关于工业互联网应用（IIOT）的测量，本文参考杨德明和刘泳文[58]做法，设置为制造企业是否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虚拟变量。首先，搜索“工业互联网”“工业4.0”“物联网”等词频，找到相关内容进行识别判断，当企业对工业互联网进行了实质性参与，如投资等行为，则认为企业应用了工业互联网，取值为1，否则为0。在本文范畴中，创新资源（IR）是指研发投入，本文参考孙慧等[59]的采用相对数的做法，将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创新资源。
组织条件。高管技术背景（TBE）的测量，本文参考韩忠雪等[60]的做法，将高管简历中具有技术研发工作经历或具有工程、研究或教师等职称的高管人员认定为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并计算其团队占比。本文关于人才基础(TB)以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员工比例作为衡量指标[61]。
环境条件。常见的市场竞争(MC)测量方式有赫芬达尔指数（HHI）、勒纳指数（折旧及息税前利润/销售额）、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本文选取以营业收入计算的HHI指数作为市场竞争的衡量指标[62]。由于HHI与竞争程度成反比，为与其他变量数据保持一致，采用1-HHI衡量市场竞争。在本文范畴中，政府支持(GS)是指政府补助，本文采用政府补助常见的测量方式以政府补助总额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为衡量指标[17]。具体如表2。
表2 变量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
	参考来源

	结果变量
	数字化创新
	DI
	以数字化创新相关的关键词在年报上的词频占总字数的比值
	Lu等（2022）

	条件变量
	工业互联网应用
	IIOT
	是否应用工业互联网
	王玉荣等（2022）

	
	创新资源
	IR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值
	孙慧等（2017）

	
	高管技术背景
	TBE
	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占比
	韩忠雪等（2014）

	
	人才基础
	TB
	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总员工比例
	郑季良等（2020）

	
	市场竞争
	MC
	1-HHI指数
	张敬文等（2022）

	
	政府支持
	GS
	政府补助金额与总资产比值
	陈利等（2022）



1.3.3数据校准
数据校准是指将原始数据转换为集合概念（集合隶属），是为了保证原始测量的解释力度和理论意义的必要流程，需要考虑到样本的类别和程度差。为保证校准过程的客观准确性，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设置阈值进行模糊隶属分数的转换，一般来说，完全隶属点可以设置为95%数或上分位数，交叉点可以设置为中位数，而完全不隶属点则划分为5%数或下分位数。本文借鉴陶克涛等[63]的校准标准，分别将所有连续变量的5%、50%和95%分位数作为完全非隶属度、交叉点和完全隶属度，而工业互联网应用为0-1的虚拟变量，故不进行校准。同时,为避免校准后为0.5的数据案例被去除，出现样本减少，需要将数值调整为0.499或0.501再放入真值表分析[64]。各变量隶属点如表3。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校准锚点
	变量及符号
	描述性统计
	定位点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全隶属
（95%）
	交叉点
（50%）
	完全不隶属
（5%）

	数字化创新
	DI
	96.889
	224.072
	9
	145 7
	403.8
	36
	9

	工业互联网应用
	IIOT
	0.467
	0.505
	0
	1
	
	
	

	创新资源
	IR
	0.04
	0.028
	0.001
	0.119
	0.103 25
	0.334 71
	0.003 01

	高管技术背景
	TBE
	0.299
	0.163
	0
	0.647
	0.617 5
	0.3
	0.064 86

	人才基础
	TB
	0.283
	0.17
	0.048
	0.78
	0.738 14
	0.226 03
	0.098 99

	市场竞争
	MC
	0.813
	0.085
	0.559
	0.95
	0.948 96
	0.795 81
	0.693 76

	政府支持
	GS
	0.004
	0.005
	0
	0.019
	0.015 56
	0.001 71
	0.000 01



2结果数据
2.1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进行条件组态检验之前，需要检验单一条件（包括其非集）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根据组态理论，必要性分析主要检验一致性结果，判断标准通常为当条件一致性大于0.9时，则可以认为其为结果的必要条件[65]。本文采用fsQCA3.0对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和非高数字化创新进行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4。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单一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说明各条件不是导致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或非高数字化创新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多元组态效应进一步研究。
表4 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高数字化创新
	非高数字化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工业互联网应用
	0.609 736
	0.529 048
	0.369 319
	0.470 952

	~工业互联网应用
	0.390 264
	0.296 292
	0.630 681
	0.703 708

	创新资源
	0.830 964
	0.685 113
	0.554 502
	0.671 901

	~创新资源
	0.602 053
	0.479 039
	0.740 132
	0.865 502

	高管技术背景
	0.699 358
	0.616 110
	0.578 812
	0.749 408

	~高管技术背景
	0.715 548
	0.536 168
	0.703 499
	0.774 725

	人才基础
	0.733 769
	0.641 832
	0.565 406
	0.726 849

	~人才基础
	0.687 723
	0.518 474
	0.721 386
	0.799 288

	市场竞争
	0.724 933
	0.543 155
	0.670 973
	0.738 846

	~市场竞争
	0.651 446
	0.573 957
	0.585 123
	0.757 652

	政府支持
	0.666 868
	0.652 543
	0.502 259
	0.722 303

	~政府支持
	0.716 207
	0.494 712
	0.758 393
	0.769 893



2.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fsQCA方法分析结果包括三种类别：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本研究采用中间解得出的条件组态作为解释结果进行充分性分析，主要是因为，相较于简单解，中间解基于“容易的“反事实分析得出结果[21]，具有更可靠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而复杂解包含了所有实际观察样本的组态，中间解更为简洁。通常，核心条件是指在简约解和中间解都出现的条件，而边缘条件则仅在中间解出现[66]。对于分析结果，“”代表条件存在，“”代表条件不存在，两种符号的大小代表条件为核心条件或边缘条件，空白则代表该条件在组态中可有可无。
结合Fiss[66]和杜运周等[21]的建议，本研究设置充分的一致性阈值不应低于0.8，PRI设置为0.7。同时，由于相关条件影响结果的理论证据的缺少，故并未在反事实分析中对各种条件变量进行调整，选择“存在或缺失”为条件。本文样本数量为45，属于中小样本，频数阈值应为1。使用fsQCA3.0软件对各案例企业进行真值表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
	技术-环境
	技术-组织
	技术-组织-环境

	
	S1
	S2a
	S2b
	S3a
	S3b

	工业互联网应用
	
	
	
	
	

	创新资源
	
	
	
	
	

	高管技术背景
	
	
	
	
	 

	人才基础
	
	
	
	
	

	市场竞争
	
	
	
	
	

	政府支持
	
	
	
	
	

	一致性
	0.918 067
	0.987 692
	0.920 584
	0.974 93
	0.993 393

	原始覆盖度
	0.239 833
	0.176 17
	0.235 388
	0.192 086
	0.181 549

	唯一覆盖度
	0.068 0534
	0.065 858 2
	0.102 574
	0.012 6229
	0.181 549

	解的一致性
	0.933 057

	解的覆盖度
	0.628 78

	注：或表示条件存在，或表示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条件可有可无，和的大小分别代表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


表6显示以5种组态的方式呈现了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组态分析的中间解和简约解，即不同条件组成的五种组态能够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起到“殊途同归”的作用。5种组态的一致性均大于0.9，超过一致性阈值0.8，表明这五种条件组态是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充分条件组合的结果具有可靠性；解的一致性为0.933 057，意味着条件组合可以解释约93.3%的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案例；解的覆盖度为0.628 78，意味着这5种条件组合覆盖了约62.9%的总样本，即解释了62.9%的高数字化创新原因。
2.2.1高数字化创新组态分析
在5种组态里面，S2a和S2b的核心条件一致，二者构成二阶等价组态，而S3a和S3b核心条件一致，二者也构成二阶等价组态。为了更清晰地展现组态之间的差异，结合TOE框架，本研究分别对3类组态S1、S2和S3分别命名为“技术-环境协同型”“技术-组织协同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接下来，结合理论和相关案例，本研究对以上高数字化创新每一类组态内在含义进行分析。
（1）技术-环境协同型（S1）
在组态S1中，以有工业互联网应用、非高高管技术背景、非人才基础和高市场竞争为核心条件，非高创新资源为边缘条件。组态S1表明当市场竞争环境激烈时，无论政府支持力度如何，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投入技术层面工业互联网应用来实现数字化创新，即使创新资源、高管技术背景和人才基础存在不足。具体来说，当外部市场竞争激烈，整个行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活力，市场竞争压力要求制造企业需要具备个性化生产和服务能力，压缩企业生存空间，推动企业高管去评估和预测当前面临的竞争威胁，进而推动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发挥数字化创新潜力[42]。结合制造企业自身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投入，为制造企业以新的商业模式重组数字资源和内外部资源提供了载体，改善平台内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7]，推动制造企业资源配置优化，弥补企业内部创新资源不足，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该组态验证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对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积极效应[32]，也说明了企业的技术条件和市场竞争环境之间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协同效应。
组态S1的典型案例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长虹美菱。长虹美菱在电器制造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产业布局集中于综合白电。长虹美菱面临国内市场需求低迷，2019年国内市场家电零售额规模同比下降2.2%，存量市场竞争加剧。该公司制定并执行“智能化”战略，大力推进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家电数字化网络综合改造与集成创新，积极融合工业网络、5G、AIOT、边缘计算等技术到制造领域，实现了互联互通、设备上云、业务上云，推动产品制造向柔性化、智能化、高端化升级。为抓住能效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契机，面对高市场竞争，该公司依托“工业互联网+家电”模式聚集各种资源建立创新生态网络，从而实现高数字化创新，符合“技术-环境协同型”组态的典型特征。
（2）技术-组织协同型（S2）
在组态S2a中，以有工业互联网应用、非高市场竞争和高人才基础为核心条件，非高高管技术背景和高政府支持为边缘条件。在组态S2b中，以高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高人才基础为核心条件，高创新资源、高高管技术背景和非高市场竞争和非高政府支持为边缘条件。这两个组态表明，当市场竞争程度不足时，结合创新资源、高管技术背景和政府支持的辅助，制造企业能够依靠工业互联网应用和自身人才基础实现高数字化创新。具体而言，当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制造企业对于建立领先的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成为领导者企业具有内在动力[67]，制造企业将内部组织建设作为重点，引入更多的综合素质高的人才，构成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知识基础[68]，形成组织学习和创新文化。此外，结合工业互联网发展可以获取更多的创新资源以实现互补式创新，减少信息不对称，加快数字化创新进程，建立竞争优势。该类组态验证了人才基础对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推动作用，也说明了组织特征和企业技术水平之间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协同效应。
组态S2a的典型案例是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川仪股份。川仪股份是国内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业的领先企业，服务于工业及相关领域的“智慧升级”，在大数据、智能化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拥有广阔发展前景。为加强市场开拓，该公司拥有从首席专家到技术带头人的全系列技术创新人才队伍，本科及以上员工占比达36.9%，依靠强力的高层次人才和一流的仪表5G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起企业的整体科学技术知识基础，充分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形成了实现高数字化创新的相关能力。此外，该公司背靠重庆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产业环境，让该公司对创新拥有更多的包容性和政府转型资金支持。
组态S2b的典型案例是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机器人。机器人隶属中国科学院，是第一家国产机器人实现出口的企业。尽管企业所在的辽宁省在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落后位置，相较于数字经济大省辽宁并不能给机器人较好的发展环境。但是，作为引领型企业，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院的技术研发优势和人才基础，搭建具有技术创新文化的阶梯式人才队伍与管理团队，技术背景高管占比和本科及以上员工占比分别为63%和73%，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并持续投入研发经费，研发投入占比达16.67%，自主统筹发起建设工业软件及控制平台，通过优势互补建立了良好开放性、高度灵活性、模块化和可升级的、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保证了创新活动开展。
川仪股份和机器人坚持两化融合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发挥数字技术对组织的赋能效应，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优势和人才优势，实现了高数字化创新，符合“技术-组织协同型”组态的典型特征。
（3）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S3）
在组态S3a中，以高创新资源、非高高管技术背景、高人才基础和高市场竞争为核心条件，有工业互联网应用和非高政府支持为边缘条件。在组态S3b中，以高创新资源、非高高管技术背景、高人才基础和高市场竞争为核心条件，非高工业互联网应用和高政府支持为边缘条件。这两组态表明，当市场竞争程度激烈和政府支持不确定时，即使高管技术背景存在不足，制造企业仍能够依靠自身的创新资源和人才基础实现数字化创新。在组态S3a的政府支持和组态S3b中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具有明显的替代性，说明这两个条件只需要一个就能够和其他核心条件实现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具体来说，数字化创新是一种不可预测性的活动，活动的前期准备至关重要，创新主体需要现有的资源优势、创新能力以及外部支持等信息进行全面的了解[69]，组织需要根据了解情况决定是否数字化创新和价值获取的方式[56,7]。制造企业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推动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的融合，传统组织形态转换为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的数字组织[34]，能够获取更全面的创新信息，提升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适应数字化环境。组织在为数字化创新做准备时，当判断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所需资源时，企业将减少在工业互联网应用的投入，以实现资源的高效使用。该组态验证了创新资源对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面影响，也说明了企业的技术条件、组织特征和外部环境之间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协同效应。
组态S3a的典型案例是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中联重科。中联重科的前身是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是一家典型的资金密集型制造企业。专用设备市场竞争高于样本市场竞争中位数（0.8），长沙相较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对于企业的政府支持力度不足。在市场竞争加剧和地方政府支持不足的条件下，中联重科投资成立中科云谷公司，开展“产品4.0”行动，研发投入占比同比增长1.07%，同时引进具有工业知识和掌握互联网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打造基于实际业务需要的信息平台促进企业生产各部门数据流通和协同运作，并搭建了将供应商、合作伙伴和消费者相连接的研发制造协同创新平台，在报告期间推出67款4.0产品。
组态S3b的典型案例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乾照光电。乾照光电是一家从事半导体光电产品的上游企业，其所在行业的集中度因全球LED市场需求不及预期进一步提升，行业创新活力强劲。同时，该公司总部位于厦门，厦门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建立了扶持资金，该公司把握了政策红利并持续投入创新资源，吸收一批国内外高水平人才，构建了包含上下游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科研院所在内的创新生态体系。因此，即使在自身工业互联网应用缺乏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利用政府资金弥补资源不足，削弱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
中联重科和乾照光电所在的行业都属于市场竞争程度高于样本案例的平均水平，它们充分发挥技术和组织的潜力，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符合本研究提出的“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组态的典型特征。
2.2.2关键条件分析
基于各条件变量（横向）看，人才基础和工业互联网应用分别出现在4种组态之中，其中，人才基础在其分布的4种构型均为核心条件，工业互联网应用则以核心条件在其分布的4种构型中出现3次，可以认为人才基础和工业互联网应用是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关键条件。人才基础是企业进行数字化创新的异质性资源[38]，当制造企业创新资源和人才基础适配时，能够有效提升数字化创新效率。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一方面可以改变制造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决策方式，帮助组织决策智慧化、组织开放化、生产柔性化；另一方面，工业互联网平台帮助制造企业实现各种要素在网络的高效共享，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数字化创新。
2.3稳健性检验
在QCA方法中常见的的稳健性检验方式主要有三种，包括调整校准的定性锚点、更改案例频数以及提升一致性阈值[70]。由于数字化创新的定性研究较少，本研究缺乏调整校准锚点的理论支撑。此外，本文样本数量为45个，为中等样本数量，更改案例频数可能导致组态结果偏差。综上，本文选择提升一致性阈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71]。保证其他处理不变，将一致性阈值由0.8依次设置为0.85和0.9，发现结果没有发生变化，由此表明组态结果具有稳健性。
3结论
3.1研究结论
基于45家制造企业，本研究基于协同理论和TOE框架，采用fsQCA的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转型背景下制造企数字化创新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资源、高管技术背景、人才基础、市场竞争和政府支持无法单独构成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必要条件，说明技术、组织、环境维度中单个的因素并不是制造业高数字化创新的阻碍。
第二，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是多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各因素之间的有效组态路径对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创新有着“殊途同归”的效果。具体可以归纳为3类驱动路径：以技术-环境协同作用构成的组态S1，以技术-组织协同作用构成的组态S2a和S2b，以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作用构成的组态S3a和S3b，3类不同的组态路径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最后，工业互联网应用和人才基础分别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3种和4种组态之中，表明这2个条件在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创新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
3.2理论贡献
第一，对6个关键因素的组态分析丰富了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理论研究。从研究对象看，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数字企业的数字化创新，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研究较少。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理论上讨论实施数字化创新的路径，能为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指南。从研究方法看，现有文献在研究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上多以案例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较少，且多为传统的回归分析。一方面，案例研究通常为小样本，导致其研究结论是否存在普适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传统回归分析存在无法解释自变量相互依赖的困境。本研究利用45家制造企业的数据，结合TOE框架，对6个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因素进行了组态分析，一方面丰富了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针对性研究，还分析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响应了Nambisan等[3]提出采用QCA的方法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对工业互联网应用、市场竞争、高管团队等影响因素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进行验证，为今后研究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了参考。
第二，3类组态路径丰富了企业创新理论。本文将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研究从数字技术应用、组织特征等单一视角转向为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作用的整体视角。基于协同理论和TOE框架，本文同时考虑了6种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因素，发现了3类可以推动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组态路径，揭示了技术、组织、环境等多重条件在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协同效应和联动匹配模式，有助于解释了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因果复杂性”。本文从整体视角更全面的探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更贴近现实情况，不仅弥补了仅从某个因素探讨对制造企业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的局限，还拓展了TOE框架在解释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应用。
3.3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制造企业应重视人才基础在数字化创新的作用。人才基础在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5条组态中以核心条件存在出现了4次。可见，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受到人才基础的影响，高水平人才有助于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及挖掘创新潜力，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因此，制造企业需要重视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
（2）工业互联网应用能够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起到助力作用。在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5条组态中，工业互联网应用作为核心条件或辅助条件存在出现在其中四条组态。制造企业需要积极参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数字化创新提供载体，利用工业互联网实现跨组织网络合作，优化创新过程，整合内外部资源创造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政府部门需要营造出有利于制造企业参与工业互联网的制度环境，提升制造企业对创新的积极性。
（3）政府部门应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竞争在制造企业高数字化创新的5条组态中以核心条件存在出现了3次，可见，市场竞争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重要力量，保持较高的市场竞争强度有助于激励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创新。
（4）制造企业需要意识到组态协调的重要性，从“整体性”的视角，结合实际情况对技术、组织、环境等因素进行联动匹配，探讨“殊途同归”的最优路径，因地制宜地进行数字化创新。对身处市场竞争激烈的制造企业，若缺乏创新资源和组织条件，应重视工业互联网满足数字化创新需要，打通内外部连接渠道，获取外部资源；若技术背景的高管缺少，制造企业应关注内部技术水平和组织，应通过对增加研发支出和吸纳高水平人才实现数字化创新。此外，当行业活力不足和处于非一线城市，制造企业依靠技术和组织条件的组合依然能实现数字化创新。
3.4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文基于TOE框架选取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这也导致一些框架外的因素无法纳入，如消费者需求，未来可采用其他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尽管本研究的测量方式均为学术界常用的，但是相关测量在不断丰富和改进。比如，对数字化创新的测量注重创新的整体性，但缺乏全面的测量指标，未来可采用更合适的测量工具或指标进行研究。最后，本文样本较小，且仅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组态路径进行了静态分析，尽管数据较新，未来可追踪QCA方法发展，将大样本和时间因素考虑进来，对数字化创新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剑波.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0, 41(03): 3-16.
[2]	杨仲基, 綦良群. 国外数字创新研究评述及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启示[J/OL]. 科学管理研究, 2021, 39(04): 120-124. DOI:10.19445/j.cnki.15—1103/g3.2021.04.018.
[3]	NAMBISAN S, LYYTINEN K, MAJCHRZAK A, 等.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J/OL]. Mis Quarterly, 2017, 41(1): 223-238.
[4]	朱秀梅, 林晓玥, 王天东. 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与能力对产品服务系统的影响研究[J/OL].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04): 137-152. 
[5]	何大安. 中国数字经济现状及未来发展[J/OL]. 治理研究, 2021, 37(03): 5-15+2. 
[6]	梁红艳. 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的演化特征、绩效与提升路径[J/OL].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10): 24-45.
[7]	刘洋, 董久钰, 魏江. 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OL]. 管理世界, 2020, 36(07): 198-217+219.
[8]	BOLAND JR R J, LYYTINEN K, YOO Y. Wakes of innovation in project networks: The case of digital 3-D representations in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7, 18(4): 631-647.
[9]	杨瑾, 李蕾. 数字经济时代装备制造企业颠覆式创新模式——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J/OL]. 中国科技论坛, 2022(08): 89-99. 
[10]	JACOBIDES M G, CENNAMO C, 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39(8): 2255-2276.
[11]	叶丹, 姚梅芳, 葛宝山, 等.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1-8.
[12]	杨祎, 刘嫣然, 李垣. 替代或互补:人工智能应用管理对创新的影响[J/OL]. 科研管理, 2021, 42(04): 46-54.
[13]	EL-HADDADEH R. Digital innovation dynamics influence on organisational adoption: the case of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20, 22(4): 985-999.
[14]	黄先海, 王瀚迪. 数字产品进口、知识存量与企业数字创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02): 28-43.
[15]	陈金丹, 王晶晶.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J/OL]. 经济经纬, 2022, 39(03): 78-88.
[16]	阳镇, 李纪珍, 凌鸿程. 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数字化——双元创新的视角[J/OL]. 科研管理, 2022, 43(04): 1-10.
[17]	陈利, 王天鹏, 吴玉梅, 等. 政府补助、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基于信息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01): 107-117.
[18]	李小青, 李秉廉, 何玮萱,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企业数字化创新形成路径——一个多案例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05): 117-126.
[19]	李小青, 李秉廉. 数字化创新研究热点演化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2, 37(05): 115-128.
[20]	谢卫红, 李忠顺, 李秀敏, 等. 数字化创新研究的知识结构与拓展方向[J/OL]. 经济管理, 2020, 42(12): 184-202.
[21]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OL]. 管理世界, 2017(06): 155-167.
[22]	RAGIN C C. Fuzzy-set social science[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3]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24]	TORNATZKY L G, FLEISCHER M, CHAKRABARTI A K.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Lexington books, 1990.
[25]	KETCHEN JR D J, THOMAS J B, SNOW C C.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performance: A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36(6): 1278-1313.
[26]	张明, 蓝海林, 陈伟宏, 等. 殊途同归不同效：战略变革前因组态及其绩效研究[J/OL]. 管理世界, 2020, 36(09): 168-186.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0.0145.
[27]	杨帅. 工业4.0与工业互联网:比较、启示与应对策略[J/OL]. 当代财经, 2015(08): 99-107.
[28]	李君, 邱君降, 柳杨, 等. 工业互联网平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J/OL]. 中国科技论坛, 2018(12): 70-86.
[29]	ABRELL T, PIHLAJAMAA M, KANTO L, 等. The role of users and customers in digital innovation: Insights from B2B manufacturing firms[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6, 53(3): 324-335.
[30]	杜勇, 曹磊, 谭畅. 平台化如何助力制造企业跨越转型升级的数字鸿沟？——基于宗申集团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OL]. 管理世界, 2022, 38(06): 117-139.
[31]	DE REUVER M, SØRENSEN C, BASOLE R C. The digital platform: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8, 33(2): 124-135.
[32]	王玉荣, 段玉婷, 卓苏凡. 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验证[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08): 89-98.
[33]	孙忠娟, 谢伟, 舒曾宣. 企业数字化创新实现的跨层机制模型[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23): 205-212.
[34]	闫俊周, 姬婉莹, 熊壮. 数字创新研究综述与展望[J/OL]. 科研管理, 2021, 42(04): 11-20. 
[35]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36]	刘冀徽, 田青, 吴非. 董事长研发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J]. 技术经济, 2022, 41(08): 60-69.
[37]	袁军, 邵燕敏, 王珏. 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与企业创新——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2, 42(05): 1185-1196.
[38]	余长林, 孟祥旭. “海归”高管与中国数字产业技术创新[J/OL].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 62(06): 127-145+234.
[39]	NYLÉN D, HOLMSTRÖM J. Digital innovation strategy: A framework for diagnosing and improving digital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J]. Business Horizons, 2015, 58(1): 57-67.
[40]	楼润平, 张昊, 麦诗诗.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资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J/OL].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0(06): 100-112.
[41]	HELFAT C E, RAUBITSCHEK R S.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capabilities for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in digital platform-based ecosystems[J/OL]. Research Policy, 2018, 47(8): 1391-1399. 
[42]	吕芬, 朱煜明, 凯瑟琳·罗伯特, 等. 外部环境对中小型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影响研究[J/OL]. 科学学研究, 2021, 39(12): 2232-2240. DOI:10.16192/j.cnki.1003-2053.20201218.001.
[43]	夏清华, 黄剑. 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方式与企业创新投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J/OL]. 经济管理, 2019, 41(08): 5-20.
[44]	刘意, 谢康, 邓弘林. 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视角的案例研究[J/OL]. 管理世界, 2020, 36(03): 164-183.
[45]	张楠, 徐良果, 戴泽伟, 等. 产品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投入[J]. 财经科学, 2019(11): 54-66.
[46]	严子淳, 李欣, 王伟楠. 数字化转型研究:演化和未来展望[J/OL]. 科研管理, 2021, 42(04): 21-34.
[47]	HASSAN S S, REUTER C, BZHALAVA L. Perception or capabilit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and public cloud in German s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1, 25(01): 2150002.
[48]	毛其淋, 许家云. 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J/OL]. 中国工业经济, 2015(06): 94-107.
[49]	李煜华, 舒慧珊, 向子威. 数字原生企业与非原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J]. 软科学, 2022: 1-13.
[50]	KHIN S, HO T C.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Science, 2018.11(02), 177-195.
[51]	廖民超, 蒋玉石, 金佳敏, 等. 创新生态系统下的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内涵重构与量表开发[J]. 软科学: 1-17.
[52]	王新成, 李垣. 首席信息官、企业领导者与企业数字创新[J]. 科技进步与对策: 1-10.
[53]	李小青, 何玮萱, 霍雨丹, 等.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J/OL].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24(01): 80-95. 
[54]	李婉红, 王帆. 数字创新、战略柔性与企业智能化转型——考虑环境复杂性的调节效应[J/OL]. 科学学研究: 1-16.
[55]	LU Z, DONG L. Analysis of Digital Innova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Scenario Theory[C]//2020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CIM). IEEE, 2020: 147-151.
[56]	BHARADWAJ A, EL SAWY O A, PAVLOU P A, 等. Digital Business Strategy: Toward a Next Generation of Insights[J/OL]. Mis Quarterly, 2013, 37(2): 471-482. 
[57]	戚聿东, 蔡呈伟.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多重影响及其机理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0(07): 108-119.
[58]	杨德明, 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OL].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5): 80-98.
[59]	孙慧, 王慧.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7, 37(12): 111-116.
[60]	韩忠雪, 崔建伟, 王闪. 技术高管提升了企业技术效率吗?[J/OL]. 科学学研究, 2014, 32(04): 559-568.
[61]	郑季良, 陈白雪, 王麒翔.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中的资源配置有效组态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J]. 技术经济, 2020, 39(10): 38-44.
[62]	张敬文, 童锦瑶.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2.
[63]	陶克涛, 张术丹, 赵云辉. 什么决定了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J/OL]. 管理世界, 2021, 37(05): 128-138+156+10.
[64]	李煜华, 廖承军, 向子威. 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J/OL]. 中国科技论坛, 2022(08): 68-76.
[65]	RAGIN C C, FISS P C. Net effects analysis versus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J].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2008, 240: 190-212.
[66]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67]	SCHUMPETER J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M]. routledge, 2013.
[68]	李小青, 何玮萱, 李子彪, 等. 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识别及评价[J]. 科技管理研究, 2022, 42(16): 1-10.
[69]	BENITEZ J, CASTILLO A, LLORENS J, 等. IT-enabled knowledge ambidexter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small US firms: The moderator role of social media capability[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8, 55(1): 131-143.
[70]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71]	顾幼瑾, 王志瑛, 郭彤梅, 等. 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1-9.

作者简介： 
王忠（1983—），男，湖南湘阴人，广东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要素流通与隐私规制、数字化转型与创新；邓郁南（2000—），男，通信作者，广东梅州人，广东工业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化创新；谢卫红（1969—），女，湖北荆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数字经济、数字化创新与产业转型、数据隐私与治理等。


1

image1.png
e e ik





image2.png
ST RERFRAX R

/ ATk \ e A ™

[ ATmm amEswE me. N\ =i, 2. FHEL W )
WA AT, OCR. NS / BHE. RHE BARN. BeMERSG

FRET), EEOR). BRI BRI \ MR, TS, T /

B, BT, NBA. NBAE

NEN. BERE. TRRG, oUER ~ -
) s (Eik. BT // BORBEA N
N e [ swim sTk. mar, Ko

i \ BEEL ML ADITED, ATRHE /
Kok \

{ KR BURIR. B, BFTFE \

7
/ A
TR R A S AW seitk

\ RETE. B, VR, AR // \ SCHR. SGiEfE. SGifiR. SOME
B HAR B
/ \ T mee N/ mw
/ L3 i [ mmme TuEmm | / Gk SR |
/ | Tibeo pemEa memet | | e, s |
| R A N =
| S AN e

S mmmw
AR, HEaR
“ | Bwem. wenw ‘
[ een, s~
[\ TuE TwaEw
AN /





